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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裝裱時以一段素箋加添於書畫卷首，《石渠寶笈》將此素箋按手卷、冊頁、

掛軸等裝裱形式分別稱為「引首」、「前副頁」及「詩塘」。歸納乾隆朝《內務府

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之製作記載，乾隆皇帝（1711－1799）會將御筆以「添

裱」、「接裱」、「重裱」、「換裱」、「挖嵌裱」等五項主要裝裱方式，按裝裱形式將

御筆做為素箋添裝於書畫上。藉由上述裝裱方式可以讓皇帝在書畫鑑賞時不受幅

內餘白的限制而盡情題詠，甚至能加以重裱、更換以滿足他重複品題的癖好。另

外，對於一生鍾愛的書畫如唐寅（1470－1523）〈品茶圖〉他利用特定的裝裱方

式「挖嵌裱」，透過多則御筆的添裝將帶有複合形式及時間歷程的製作概念融入

於該件書畫的裝裱上，得以反映出他以詩文長期投入於文人文化的態度。 

 

不過對於掛軸添加詩塘明代文人直指是「非造極者」，對於如此牽涉品味高

低的說法皇帝似乎頗為在意，鮮少評論裝裱事務的他少見地指出古人所言的「玉

池」即是「裝池」一語產生的原因。如此一來，各裝裱形式位於卷首、帶有「上

方」意象的品題空間便能在宮廷書畫鑑賞的活動中滿足他的品題雅興並做為展示

皇權的一項管道。 

 

《歷代名畫記》將書畫「收藏」的品味分為諸多層次，「裝褫」（裝裱）更是

列於「識鑒」及「閱玩」之上，身為國家地位最高的大收藏家，乾隆皇帝能以多

種的裝裱技法滿足他品題上的雅趣，應足可顯示他對於裝裱工藝已有相當程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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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及指揮宮廷裱作的能力。 

 

 

 

 

 

 

 

 

 

 

 

 

 

 

 

 

 

 

 

 

 

 

 

 

 

 

 

 

 

 

 

【關鍵詞】裝池、乾隆皇帝、裝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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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十七世紀滿族入主中原，建立二百餘年的王朝，其中在位長達六十三年的乾

隆皇帝坐擁豐富的皇室收藏，得以培養出深厚的人文素養，自乾隆八年（1743）

起命大臣著手編撰《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將宮廷所收藏的歷代書畫梳理成目、

品鑑考證，1是歷任清代皇帝致力於書畫鑑賞博古的代表。 

 

自古文人雅士們相邀共賞彼此珍藏之書畫卷軸，觀後可將心得語句品題於裝

裱時所添裝的素箋。此素箋唐人昔稱「玉池」，2宋人又以「贉」來稱呼，3傳至

清乾隆宮廷按《石渠寶笈》之編錄是依裝裱形式給予不同的稱謂，手卷類稱為「引

首」，4冊頁類則為「前副頁」，掛軸類則以「詩塘」表示，5乾隆皇帝會將所書御

筆按照形式的稱謂添裝於指定書畫上，這於乾隆朝《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

清檔》（簡稱《活計檔》）中留有部分的記載。 

 

目前，對於乾隆皇帝的收藏研究、藝術品味不乏來自於他在引首、前副頁或

詩塘所留下的品評、題贊詩詞等文字進行探討。6在宮廷的書畫裝裱相關研究上，

翁宇雯指出宮廷所藏的手卷可從引首有無「宋花邊」來展現乾隆皇帝對特定作品

的重視及宮廷選擇作品入藏的過程；7石守謙指出唐寅〈品茶圖〉乾隆皇帝將多

 
1《秘殿珠林》成書於乾隆九年(1744)，《石渠寶笈》成書於乾隆十年(1745)。《秘殿珠林續編》、《石

渠寶笈續編》成書於乾隆五十八年(1793)。 
2「古裝裱卷軸引首後以綾貼楮曰贉……唐人謂之玉池。」（明）楊慎，《丹鉛餘錄》，卷三，收入

《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6) 
3「米芾臨晉唐雜書上等，用紫鸞鵲錦褾，紫駞尼裏，楷光紙贉……降付米友仁親書審定，題於

贉卷後。」（南宋）周密，〈紹興御府書畫式〉，《齊東野語》，卷 6，收入《書畫裝裱技藝輯釋》（上

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頁 211。 
4手卷為橫幅長卷，展閱時畫幅前方裱以素箋用於題字稱為引首，引首成為手卷定式形成於元末。

羅啟倫，《創意師古—元代書法復古下的篆書發展與諸問題》，（臺北巿：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

究所碩士論文，2010），頁 89-91。 
5「詩塘」一詞乾隆朝《活計檔》會以「詩堂」表示，本文為求用字一致皆以「詩塘」二字說明，

但當引用《活計檔》紀錄時仍會保留原書寫方式而不予以更改。 
6 何傳馨主編，《十全乾隆清高宗的藝術品味》（臺北巿：國立故宮博物院，2013），頁 75-377。 
7 翁宇雯，〈乾隆朝《活計檔》中的宋花邊〉，《故宮學術季刊》(臺北巿：國立故宮博物院，35 卷

2 期，2017)，頁 14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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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題詩共裱於畫作使該畫呈現出不同的新形象；8劉芳如則以倪瓚（1301－1374）

〈雨後空林〉其添有圓、方兩款詩塘樣式及〈品茶圖〉說明二軸皆為乾隆宮廷書

畫裝裱少有的特殊表現。9綜合上述研究可以顯示皇帝對於引首、前副頁、詩塘

等品題空間不單僅為書寫，更會藉由外形、紋飾或特殊的添裝方式來展現他在書

畫鑑賞時的個人品味，加上這類紀錄在清代《活計檔》即屬乾隆朝最為豐富，說

明他對裝裱形式內的品題空間是有所重視的。  

 

自古書畫收藏、鑑賞與裝裱工藝密不可分，御筆做為品題空間添裝於書畫時

也須倚賴宮中裱作才得以完成，按《活計檔》紀錄皇帝會有數種裝裱方式之指示，

各裝裱方式如何反映皇帝的品題需求是本文欲先釐清之問題。在瞭解皇帝對於裝

裱方式的運用模式下，唐寅〈品茶圖〉與御筆題詩的共裱樣式被諸多學者認為相

當特殊，由裝裱的研究角度這樣的特殊性為何？而在製作上如何呈現皇帝對此幅

的裝裱思維也將提出探討。 

 

另外，傅東光研究乾隆內府書畫裝潢時指出，明、清掛軸添加「詩塘」雖很

常見，但部份有識之士認為增添後會干擾裝裱追求素樸之格調。即便如此，但皇

帝御覽書畫時有隨手提字的雅好，因此滿足皇帝賞玩品題的需要乃是宮中裱作匠

役的首要工作，所以宮廷所藏立軸仍多添有詩塘以備皇帝品題之用。10 

 

傅氏所言的「有識之士」是明代文人周嘉冑（1582－約 1661）將添加詩塘

視為「非造極者」，而周氏這項重要的見解也影響到後人評斷乾隆皇帝在書畫裝

裱上的品味層次。但以乾隆皇帝致力於書畫鑒賞所累積的藝術涵養，相信他也會

意識到自身的態度會有違部分「有識之士」的看法，對於這項問題《御製詩》中

有一則他的看法及解釋。再延續傅氏所論，皇帝添加詩塘乃是與他雅好題詠書畫

的性格或程度有關，對於這樣的說法是否還有再加解釋的空間，本文也欲加探

討。 

 
8 石守謙，〈清室收藏的現代轉化—兼論其與中國美術史研究發展之關係〉，《故宮學術季刊》(臺

北巿：國立故宮博物院，23 卷 1 期，2005)，頁 1-33。 
9 劉芳如，〈書畫裝池之美〉，《故宮文物月刊》(臺北巿：國立故宮博物院，301 期，2008)，頁 100-115。 
10傅東光，〈乾隆內府書畫裝潢初探〉，《故宮博物院院刊》，(北京：故宮博物院，118 期，2005)，

頁 11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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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計檔》御筆添裝於書畫的紀錄說明 

清宮所藏書畫若添有「引首」、「前副頁」或「詩塘」等在《石渠寶笈》皆有

文字內容的詳實輯錄，而御筆做為前述空間添裝於書畫的裝裱紀錄部分記載於

《活計檔》內，《活計檔》是「活計房」向內務府堂呈報的稿簿，凡有交辦活計

會先由「活計房」登檔後再交由各辦製作。11 

 

負責登錄上述相關紀錄的人員並非固定，但整體來說仍有一致的書寫架構。

每則紀錄會先寫出呈交書畫、皇帝御筆，可從物件的計數單位得知交辦前物件的

裝裱狀態（如「張」表示尚未裝裱；「軸」、「卷」、「冊」則分指掛軸、手卷、冊

頁），紀錄時書畫多會加註品名，但御筆通常不附註內容而僅用「御筆字」或視

品題空間的名稱如以「御筆詩塘」概稱，如「高士賞梅圖一軸，御筆詩堂一張，

傳旨著將詩堂裱在高士賞梅圖畫上」交辦為例。12 

 

部分登錄人員會附註御筆紙材的種類、顏色使交辦內容的描述更為明確。如

乾隆三十二年《活計檔》：「御筆粉箋紙詩堂字一張，韓幹明皇軾馬圖掛軸一軸，

旨著換裱御筆字詩堂」，13而句末的「換裱」則為御筆添裝的裝裱方式。而各紀

錄的承作坊主要為技藝首席的如意館、次為啟祥宮，14但乾隆初年御筆添裝於書

畫的交辦尚由「裱作」承製，但日後「裱作」的工作內容逐漸轉為負責乾隆皇帝

所書寫的字條、字匾、字對……及臣工奉旨所作之字畫之裝裱，型式多以簡易的

「貼落」為主，裱後大致是各生活住所壁上分貼。15這部分的御筆雖經裝裱但最

 
11吳兆清，〈清代造辦處的機構和匠役〉，《歷史檔案》，(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4 期，1991)，

頁 79-89。 
12《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7，乾隆元年七月十一日〈裱作〉，頁 161。 
13箋紙的發展在明代時已有多元的種類，不僅用於書寫也可做為裝裱之用，這股用紙風尚也相沿

至乾隆宮廷內。乾隆宮廷所用的粉箋紙，是將紙面填塗色粉後，再施以薄蠟砑光讓紙面富有光澤，

並可於紙面飾以圖樣，乾隆年間所仿製的古箋紙「澄心堂紙」、「明仁殿紙」大致皆此工法，在《活

計檔》通常僅以「箋紙」簡稱。而宮廷所製作的箋紙色彩有黃、綠、白、粉紅、淡月白等五種顏

色。《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30，乾隆三十二年十月十三日〈如意館〉，頁 843。 
14技藝精湛之匠役多集中於如意館及啟祥宮以製作宮廷所需工藝品。嵇若昕，〈乾隆時期的如意

館〉，《故宮學術季刊》(臺北巿：國立故宮博物院，23 卷 3 期，2006），頁 127-159。 
15清宮「貼落」是由單色裱綾裝飾作品的四邊後，再托裱貼於壁上。如乾隆十一年《活計檔》：「御

筆宣紙畫竹葉詩字兩張……傳旨俱鑲藍綾邊托貼欽此。」此件奉旨持赴香山香殿貼上。《清宮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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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並非是添裝於宮中所藏之書畫上，因此不在本文討論範圍內。 

 

三、御筆添裝書畫的裝裱方式 

部分研究指出《活計檔》各活計的登錄人員並非固定，在人員文化高低的差

異下可能影響檔案的正確性。16而筆者將相關紀錄與現存書畫比對的過程中整體

來說並無嚴重登載不符的情形，因此應無前述疑慮。經查對後，御筆添附於書畫

的裝裱方式可通用於各裝裱形式，其內容大致有「添裱」、「接裱」、「換裱」、「重

裱」、「挖嵌裱」等主要五類，本節則分為「添裱及接裱」、「換裱及重裱」、「挖嵌

裱」等三項次解釋。17 

 

（一）添裱及接裱 

1.添裱 

當御筆「添裱」（或以「添」、「安」、「裱」等字表示），如元柯九思（1290

－1343）〈九成宮醴泉銘〉於《活計檔》內記載：「御筆宣文珍秘詩堂字一張，柯

九思書九成宮醴泉銘掛軸一軸，傳旨著將……掛軸一軸添安御筆字詩堂」，18（圖

1）是將御筆詩塘添裝於畫幅上方。（若於手卷、冊頁則是位於幅前） 

 

引首、前副頁是裝裱手卷、冊頁時形式構成的必要部分，但掛軸對添加詩塘

則無明確的規範，所以御筆才會有加以「添裱」的情形。整體來說，御筆在品題

空間所書寫的內容大致有題畫詩、大字題贊及相關收藏題記，而在此空間內增添

文字雖然某種程度也是為作品注入一部分的文學情趣，但所題文字的大小、字數

及內容若拿捏不當可能導致干擾畫意，因此避免「反客為主」、「文不對題」是品

題空間書寫時所應考量的重點。 

 

但以〈九成宮醴泉銘〉的詩塘來說，御筆大字「宣文珍秘」書於鏡面白箋與

幅內小楷書體及褐色古紙的對比下顯得格外耀眼，似乎反映出皇帝對於添加詩塘

 
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40，乾隆十一年七月一日〈裱作〉，頁 582。 
16翁宇雯，〈乾隆朝《活計檔》中的宋花邊〉，《故宮學術季刊》，頁 141-212。 
17 本節說明為求清晰，相關所引之紀錄會以掛軸形式為主，手卷、冊頁為輔。 
18《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30，乾隆三十二年十月十三日〈如意館〉，頁 8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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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應維持的賓主分際並不以為意。 

  

2.接裱 

《活計檔》曾記載到「元人毗盧遮那佛像掛軸一軸，御筆藏經紙字一張，傳

旨交如意館將御筆字接裱在掛軸上」，19紀錄中所指的「接裱」並非「揭裱」的

同音異字，20原因乃參考乾隆五十一年《活計檔》中記載：「黃公望富春山居圖

手卷一卷隨臣工跋字一張，傳旨交啟祥宮。臣工跋字一張接裱在富春山居圖手卷

後拖尾」，21根據描述可知紀錄物件為〈富春山居圖〉的「無用師卷」，其拖尾的

組成有金士松（1730－1800）題跋於紀錄同年；而乾隆六十一年《活計檔》（即

嘉慶元年，1796）另有兩筆「接裱」的手卷裝裱記錄。22 

 

綜合前述整理可得知「接裱」需將物件連接於畫幅之末（掛軸為下方，手卷、

冊頁為後方）才符合皇帝旨意，元人〈毗盧遮那佛像〉的紀錄中雖未於「接裱」

加註「後」一字，但根據藏品御題四體書乃確實連接於畫幅的下方，（圖 2）毗

盧遮那佛為密教中地位最為崇高的法身佛，23而乾隆皇帝崇佛、禮佛對於釋道繪

畫明顯較少添裱詩塘，24此幅「接裱」的做法亦為少見。 

 
19《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45，乾隆四十七年十月二日〈如意館〉，頁 666。「金粟山

藏經紙」在《活計檔》中會簡述為「藏經紙」，是與「箋紙」同為御筆經常使用的紙材。藏經紙

過往曾為佛經用紙，乾隆皇帝除了認可紙質的優越性外，也會以其歷史背景使與特定宗教意義之

作品有所關連。何炎泉，〈澄心堂紙與乾隆皇帝：兼論其對古代箋紙的賞鑑觀〉，《故宮學術季刊》

(臺北巿：國立故宮博物院，33 卷 1 期，2015），頁 347。 
20「書畫性命全關於揭，絹尚可為，紙有易揭者，有紙質薄糊厚難揭者」，「揭裱」是古書畫在修

護時的修護步驟，與「接裱」並無關連。（明）周嘉冑，《裝潢志》，收入《書畫裝裱技藝輯釋》

（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頁 23。 
21《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49，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七日〈如意館〉，頁 600。 
22「御筆林下戲題隨御筆丙辰詩一張，傳旨交如意館將丙辰詩接裱林下戲題後」及「御筆題獅園

仿構獅子林前後八景……隨董誥寫御題獅子林十六詠一張，傳旨將交如意館將董誥字一張接裱在

御筆題獅園後。」乾隆六十一年十月十五日，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乾隆朝〉，

微捲第 154 卷。 
23毗盧遮那佛又稱大日如來。李玉珉，〈天子之寶—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收藏〉，《故宮文物月

刊》(臺北巿：國立故宮博物院，247 期，2003），頁 47。 
24劉迪指出乾隆皇帝對於宗教類書畫題贊多在畫作本幅，僅個別題於詩塘等處，題詩亦少量。《清

乾隆朝內府書畫收藏—以《秘殿珠林石渠寶笈》為基本史料研究》，（天津：南開大學研究生院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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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元  柯九思  九成宮醴泉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  元人  毗盧遮那佛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二）換裱及重裱 

1.換裱 

御筆於書畫「換裱」的製作內容（《活計檔》或以「換」、「換下」等文字記

載），是將該件書畫的品題空間進行新、舊之更替，並在原裱型式下進行局部地

改裝。25對於個人鍾愛或收儲於宮廷內重要場所之書畫，乾隆皇帝經常會有重複

題詠的行為，引首、前副頁、詩塘的「換裱」也可說是皇帝享受重複題詠所須結

合的一種裝裱方式。 

 

胡櫨文研究指出乾隆四十三年至四十七年間（1778－1782），乾隆皇帝曾命

蘇州織造仿製宋緙絲〈開泰圖〉數軸。而乾隆四十五年（1780）御筆曾寫下「泰

 
士論文，2010），頁 182。 
25五代南唐巨然〈雪圖〉《活計檔》交辦提及：「御筆藏經紙詩堂字一張，僧巨然雪圖真蹟掛軸一

軸，傳旨將掛軸畫心上御題裁去，將原舊字詩堂齊引首裁去字一段換新寫御筆字詩堂仍安在畫上」。

按《石渠寶笈續編》記載「原舊字詩塘」是指明代董其昌（1555－1636）所題，舊題詩塘經裁切

與換上的御筆詩塘接合後維持原引首（此處引首是指詩塘上方裱綾）之寬度，顯然保留了〈雪圖〉

的既有裝裱，即現今所藏樣貌。《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28，乾隆二十八年十一月六

日〈如意館〉，頁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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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春褀」四字指示「換裱」元人〈三羊開泰圖〉詩塘，26此軸雖未在該研究中指

出與仿製圖像有所關連，但詩塘更換年份不僅恰好與緙絲仿製期程重疊，且「換

裱」後皇帝指示交於寧壽宮，即與院仿緙繡〈開泰圖〉添有御製詩版本儲於同處

（即退位後的太上皇宮殿）。27對於宮廷的藝術製作乾隆皇帝經常藉由「摹古」

來加以創新，可以不難想像皇帝可能在檢閱相關收藏舊作時因雅興促擁而更換昔

日舊題。 

 

另一紀錄明文徵明〈茶事圖〉交辦中寫出「御筆詩堂字一張，文徵明茶事圖

掛軸一幅，裱時畫心天頭上留白子三分，續入上等換裱」，28換上的御筆詩塘落

款於四十五年（1780）與登檔年份相同，但部分書畫的「換裱」在紀錄登載年份

與御筆落款時間會有不一致的情況。例如明文伯仁〈新水晴巒〉此軸御筆詩塘署

於乾隆十一年（1746）但按紀錄卻曾在三十四年（1769）「換裱」，會發生這樣的

情況應非登錄人員的失誤，而是皇帝重新抄錄舊題並按原題所署年份所換上，對

於皇帝舊作重書的行為許媛婷指出可能與他要求作品的完美有關，29而〈新水晴

巒〉除御筆外畫幅兩側另有五位詞臣共題，（圖 3）在這樣的共置相較下或許的

確有這方面的考量。 

 

另外，「換裱」在部分情況下也有沿用舊儲材料來裝裱書畫之意。以「陸遵

書宣紙山水畫一張，赫奕山居靜釣圖掛軸一軸，傳旨著將陸遵山水畫用赫奕山居

靜釣圖掛軸胎股添邊換裱掛軸一軸」的紀錄來說，30取自於其他字畫上的裱料會

 
26「御筆黃箋帋泰春褀大字一張，元人三陽開泰掛軸一軸，換詩堂得時配囊交寧壽宮續入上等，

旨交如意館裱做」《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44，乾隆四十五年六月十八日〈如意館〉，

頁 34。 
27文中指出《石渠寶笈》紀錄其中〈開泰圖〉清仿本有御製詩者儲於寧壽宮（退位後的太上皇宮

殿），其餘則安置於重華宮、乾清宮等重要住所。胡櫨文，〈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緙繡〈開泰圖〉及

相關作品研究〉，《故宮學術季刊》(臺北巿：國立故宮博物院，37 卷 2 期，2020），頁 135-200。 
28《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44，乾隆四十五年六月十八日〈如意館〉，頁 34。 
29許媛婷研究指出，乾隆皇帝在《御筆詩經圖》的裝幀與製作時為求書法作品的完美會有重書的

行為。許媛婷，〈書畫合璧：乾隆皇帝與《御筆詩經圖》的裝幀與製作〉，《故宮學術季刊》(臺北

巿：國立故宮博物院，33 卷 2 期，2015)，頁 185-210。 
30《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27，乾隆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如意館〉，頁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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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稱「胎股」，31雖然並非新品但在妥善收儲下胎股仍可重複使用，而胎股換裱

之對象並非限定於臣工，皇帝的作品也會以此方式裝裱。32 

 

所以「換裱」除了是指將新、舊御筆局部更換外，亦可指舊裱材的再利用，

這反映宮廷的裝裱事務皇帝不單僅是決定樣式、製作方式……其中也包含著舊儲

材料的控管利用，其意乃如皇帝於〈庫貯〉所下的經常指示「有用處用」，33在

管理的層面上可謂相當細微。 

         

2.重裱 

以乾隆三年（1738）進交王原祁（1642－1715）〈山村雨景圖〉、高其佩（1672

－1734）〈盧山瀑布圖〉二軸為例，皇帝閱覽後指示「將舊詩堂拆下另換新詩堂

重裱見新」，34此交辦首先是要求更換舊詩塘，而句末囑咐「重裱見新」是指二

軸更換詩塘後需以「新」裱料重裝，35而非如「換裱」沿以舊材或原裱，這是兩

方製作略為不同之處。 

 

按《活計檔》紀錄，進交呈覽的書畫一般而言皇帝會交由裱作視畫作的保存

情況自行決定是否重裱。36而〈山村雨景圖〉、〈盧山瀑布圖〉乃為皇帝青宮時期

的繪畫收藏，37這些收藏與他日後藝術品味的養成有所關連，從詩塘分別讚譽二

 
31乾隆三十三年《活計檔》記載到：「舊畫掛軸畫心（指畫作）裁下交進胎股做材料用。《清宮內

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31，乾隆三十三年九月十五日〈如意館〉，頁 812。 
32「御筆宣紙字一張，蔣廷錫清平富貴圖掛軸交啟祥宮用舊胎股換裱。」《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

案總匯》，冊 33，乾隆三十五年十一月四日〈如意館〉，頁 644。 
33〈庫貯〉為《活計檔》記錄各廠作的材料收貯庫房。乾隆二十五《活計檔》起改稱〈錢糧庫〉。 
34「七品首領薩木哈將重裱有御題王麓臺山村雨景圖一軸，盧山瀑布圖一軸，唐岱風雨歸舟圖一

軸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覽。奉旨將風雨歸舟圖賞唐岱，其餘二軸仍持出，將舊詩堂拆下另換新詩

堂重裱見新。」《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8，乾隆三年八月九日〈裱作〉，頁 196。 
35「御臨王帖掛軸用新綾重裱。」《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30，乾隆三十二年二月十九

日〈如意館〉，頁 811。 
36首領桂元交沈周畫菜等共三十五件軸卷冊。皇帝傳旨「將掛軸、手卷、冊頁內有應重裱者重裱，

應收拾者酌量收拾……」《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22，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如意館〉，頁 578。 
37弘曆登基繼位為乾隆皇帝之前的三年間（1733-1735）被封為「和碩寶親王」，並賜號「長春居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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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詩畫合一及指畫傳神之語，並由皇帝親自指示「重裱」後儲放於重華宮（寶親

王時期住所）、編入《石渠寶笈》頭等，對其重視程度不言而喻。 

 

「重裱」指示時若未額外加註新裱料的色澤或款式，應是按宮中常規配以米

色、月白色（淡藍）的花綾裱料。但部分書畫在「重裱」時也會呈現皇帝對裱料

的偏好要求，例如「董祥歲朝圖畫一軸傳旨著將畫上上詩堂畫綠花邊紅螎藍雲，

下詩堂畫萬字迴紋邊，用錦鑲重裱掛軸一軸」，38（圖 4）按藏品現貌上、下詩塘

分別有乾隆御筆及詞臣們共題並均按指示繪圖畫邊，而此軸裱料捨常規之花綾改

以織錦，傅東光指出對於內府所藏的部分佛畫裝潢皇帝會用織錦營造富麗堂皇的

裝裱品味，39〈歲朝圖〉這類富有吉祥寓意的題裁似乎也頗為迎合皇帝這方面的

所好而有類似的使用情形。 

  
圖 3    文伯仁  新水晴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4   宋  董祥  歲朝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38《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22，乾隆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如意館〉，頁 。 
39傅東光是以卷覆於掛軸外層的「包首」為例，指出乾隆內府的書畫包首多以素絹為主要材料。

而筆者查閱《活計檔》佛畫也有錦裱描述，如「錦邊釋迦佛掛像一軸，石青邊葫蘆龕掛像二軸……」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3，乾隆九年五月四日〈皮作〉，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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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挖嵌裱 

討論至此，可以歸納出「添裱」、「接裱」主要是區別御筆位於畫幅的上或下

端（或前、後端），「換裱」、「重裱」則是有關御筆更換後裱料是否沿用或者見新，

以這四種方式應已大致涵蓋御筆添裝於書畫的基本需求。而皇帝再以「挖嵌裱」

做為另一種御筆添裱書畫的方式，應與明代文人認為短幅書畫裝裱宜用挖嵌的觀

念有關，40在倪瓚小品〈江岸望山圖〉所挖嵌的御筆短幀詩箋雖同置於畫幅上方，

41但與常規作法之不同在於詩塘「不須」與畫幅緊密相連，如此也可將御筆視為

另幅小品來加以欣賞。在其他的表現方式上，宋蘇軾（1037－1101）〈尺牘〉皇

帝將原牋信封所附之一行文字挖嵌於御筆「見真率」之詩塘下，再與本幅等三件

小品共裱於同塊裱料，如此將書畫原屬的相關物件集合共賞也是挖嵌工法才能呈

現的雅致感受。（圖 5） 

 

另外，品題空間的添置不外乎是位於畫幅的上下端（或前後端），但唐吳道

子（？－1792）〈寶積賓伽羅佛像〉此軸未添詩塘但皇帝選擇將御筆詩箋「挖嵌

裱」添於左裱綾，同樣的在張照（1691－1745）〈御製讀陶詩〉卷中則於引首之

外的裱綾處「前隔水」嵌入御筆，錢選（約 1235－1307前）〈野芳拳石〉此開折

頁則是在畫幅及柯九思所書對題間嵌入一則御筆，（圖 6）這些案例呈現「挖嵌

裱」對於御筆添入的位置能有較具彈性的選擇，也就是說當皇帝重複題詠時可於

品題空間外的區域持續增添御筆（如畫幅外的裱綾絹或裱紙），這樣代表的書畫

作品以唐寅〈品茶圖〉最為人所印象。另外，皇帝對於書寫材質有個人的習慣偏

好，利用「挖嵌裱」也能解決部份書畫材質不適書寫的問題。42 

 
40「書畫小者須挖嵌」。（明）文震亨，《長物志》（重慶:重慶出版社，2005），頁 74。裱料在鑲接

畫幅四邊時，若採一般做法裱料會有相互重疊的連合處，而「挖嵌」則沒有，所以挖嵌的鑲接細

節更顯細緻。杜秉莊、杜子熊，《書畫裝裱技藝輯釋》（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頁 56-57。 
41「獅子林倪瓚江岸望山圖掛軸一軸，萬壑秋亭圖掛軸一軸，隨御筆詩堂兩張，旨交如意館將御

筆字挖嵌詩堂上。」《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49，乾隆五十一年六月二十九日〈如意

館〉，頁 565。 
42御筆不直接題詠於裱綾絹上有一部分是因「新綾筆墨不能甚適」（記載於張照〈臨顏真卿爭坐

位帖〉董誥代書之邊綾），而皇帝所指的「不適」應是新綾吸墨甚強會讓書寫容易滯塞，所以無

法迎合他的書寫習慣，按《活計檔》紀錄宮廷書畫紙絹都需先經上礬加工為「熟宣」、「熟絹」讓

墨汁書寫時不易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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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宋  蘇軾  尺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6  宋  錢選   野芳拳石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四、御筆添於書畫的裝裱問題 

（一）唐寅〈品茶圖〉的裝裱理念 

懸掛於「千尺雪」書齋的唐寅〈品茶圖〉皇帝指示將御筆詩箋以「挖嵌裱」

添裝於裱絹上共計十四則，43（圖 7）石守謙指出皇帝將所有題詩與畫作共裱一

起反映他投入文人文化的積極態度，而該畫呈現出的新形象使乾隆帝與唐寅合而

為一，成為清雅文人文化的新領導人。44 

 

然而在裝裱中「引首」、「前副頁」或「詩塘」本就是與畫作共裱的方式，〈品

茶圖〉為何能具有與往常不同的「新形象」？以下則由裝裱工藝的研究角度尋找

此幅裝裱製作的特殊之處： 

 

1.賦予裱綾絹時間歷程的功能 

將御筆題詠「挖嵌」於畫幅外圍的裱綾絹除了〈品茶圖〉，另有傳元崔彥輔

（生卒年不詳）〈溪山煙靄〉及無款識的〈高宗盤山靜夜圖〉。45除此之外，存於

 
43《活計檔》關於御筆添裝於唐寅〈品茶圖〉的紀錄並未完全，留有紀錄包含「唐寅品茶圖掛軸

一軸，傳旨著將上邊御題字裁下，用藏經紙挖嵌重裱」，《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32，

乾隆三十四年四月一日〈如意館〉，頁 496。「唐寅品茶圖一軸隨藏經紙五塊……唐寅品茶圖掛軸

挖嵌藏經紙五塊另覆背」，《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37，乾隆三十九年四月七日〈如意

館〉，頁 123。 
44石守謙，〈清室收藏的現代轉化－兼論其與中國美術史研究發展之關係〉，頁 1-35。 
45 〈溪山烟靄〉御筆裝裱方式與唐寅〈品茶圖〉相同。於乾隆四十七年《活計檔》記載「御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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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希堂中的王羲之（303－361）《快雪時晴帖》也是類似的製作方式，46（圖 8）

這些書畫的共同特色便是受到皇帝重視並且屢屢題詠下才得以形成。但經常與皇

帝一同南巡攜行的〈富春山居圖〉其獲得的題詠次數也不在話下，而手卷形式卻

較少能產生有如〈品茶圖〉的裝裱樣貌，如此可歸納幾項原因。首先，〈富春山

居圖〉其卷幅寬闊加上幅中留有較多餘白，皇帝在品題時仍會以畫幅內為優先選

擇，若幅內無空間才會往他處延展；其次，乾隆內府的手卷形式採仿宋式窄邊因

此上、下皆無添裝裱綾，有裱綾處僅為「副隔水」且空間相當有限。最後，當幅

內、引首空間皆不敷使用時，幅後供為作跋的「托尾」其品題的空間量往往是「引

首」所能提供的數倍之餘，按紀錄御筆還能適時「接裱」加以補添。 

 

 

圖 7  明  唐寅  品茶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8  晉  王羲之  快雪時晴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一張，藏經紙五張，崔彥輔溪山烟靄掛軸一軸，傳旨交如意館裱在掛軸兩邊」。《清宮內務府造辦

處檔案總匯》，冊 45，乾隆四十七年四月九日〈如意館〉，頁 652。 
46陳葆真研究乾隆皇帝題記王羲之（303－361）〈快雪時晴帖〉區分兩階段，第一階段（乾隆十

年前到二十九年，1745 前－1764）指出多篇題記散佈於前後副頁或畫幅中，冊中已幾乎無合適

的空白處再供其發揮。第二階段時（乾隆三十年到六十年後，1765－1795 後）每則題記多書於

另外一張紙上，並裱貼於褾綾的上端或兩側。陳葆真，〈乾隆皇帝與《快雪時晴帖》〉，《故宮學術

季刊》（臺北巿：國立故宮博物院，27 卷 2 期，2009），頁 127-193。製作紀錄分別有乾隆三十二

年《活計檔》「王羲之快雪時晴帖冊貢一冊，御筆字一張傳旨著王羲之快雪時晴帖冊頁挖嵌御筆

字」《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30，乾隆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如意館〉，頁 863。

乾隆三十三年《活計檔》「御筆藏經字橫披一張，王羲之快雪時晴帖一冊……旨將御筆藏經紙挖

嵌在王羲之快雪時晴帖一冊頁上」。《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31，乾隆三十三年十二月

二十七日〈如意館〉，頁 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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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皇帝重視的書畫，包含幅內甚至添裱引首、前副頁或詩塘應都不足以負

荷他的品題需求，所以「托尾」這類「次要」的品題空間會更顯重要。而包含手

卷的「托尾」，冊頁的「後副頁」都是形式規範內可供品題的次要空間，也都能

視題詠需求加添長度或頁次，唯獨掛軸在此方面較受拘限，因此若未添裱詩塘過

往文人多會選擇裱綾絹來做為題記之處。就以倪瓚〈竹樹野石〉一軸來說，此幅

裱絹上有張照等多人約於雍正、乾隆年間品題落款，對於裱絹的題記無法依其書

寫時間而在位置上有所規律的排序性，47（圖 9）書寫位置應是各人隨意選擇。 

 

但以一件手卷來說，若歷代多位文人作跋於「托尾」時其詩文數量應也不在

少數，而即便書寫年代不同但「托尾」的文字排序並不會因此失序凌亂，一部分

的原因在於觀覽手卷時由右至左的開卷方式會讓人作跋時自然地循此方向依序

書寫，因此觀看「托尾」便能體會到一種歷代流傳的時間感，相信博覽古今書畫

的乾隆皇帝也有所感。在他自身所繪的〈避暑山莊烟雨樓圖〉卷中藉由筆下所繪

之景不僅於引首題下「循名寫妙」四字，還利用空間寬裕的「托尾」將數十年間

所題寫的相關御製詩文按其年份書錄於後，（圖 10）這樣的排序不僅藉由詩文數

量展現他對於此作的喜愛，也代表他長期不懈的學藝態度及成果。 

 

 
圖 9  元  倪瓚  竹樹野石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47倪瓚〈竹樹野石圖〉有張照、梁彬、郭朝祚、蔣天寅共書下六則題記於裱絹，左裱絹由上至下

按序書寫年份為 1737（張照書）、1734（梁彬書）、1744（郭朝祚書），右裱絹為 1733（梁彬書）、

1739（蔣天寅書）、1764（梁彬書），並未有規則的排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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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清  弘曆  避暑山莊烟雨樓圖卷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片引用於故宮博物院官網首頁→探索→藏品→繪畫， 
https://www.dpm.org.cn/collection/paint/233814.html） 

 

所以當〈品茶圖〉幅內的餘白已不足皇帝題詠時，他承襲以往的做法轉於裱

絹上繼續品題，但過往對於書寫裱綾絹的時間歷程似乎沒有約定俗成的做法。此

時在他的規劃之下先以中央的詩塘做為起點，再由畫幅兩側以右至左、由上至下

按書寫年份謹飭地排列，最後在下方以三則詩箋做為終點，以個人的觀點賦予裱

綾絹有如「托尾」般的時間歷程。對於這樣的時間規劃包含〈溪山煙靄〉、〈高宗

盤山靜夜圖〉雖然御筆在裱綾絹的添入筆數不盡相同，48但這樣的排序仍維持一

致的邏輯性。 

 

 
48〈溪山煙靄〉現貌全幅共挖嵌的七張藏經紙邱士華指出詩箋書風相近，應是皇帝增補新箋時將

原先舊題重新抄錄後重裱，而這樣的作法多出現於靜寄山莊的收藏。何傳馨主編，《十全乾隆清

高宗的藝術品味》，頁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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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便將抽象的時間歷程賦予在掛軸的裱綾絹上，但這樣的概念或許只能

視為一種架構或是草圖，後續仍需倚賴裝裱方式的製作才能形成有別以往的「新

形象」，而這樣的排序邏輯搭配裝裱方式又結合出何種概念則於下節說明。 

 

2.複合形式的裝裱概念 

按《活計檔》記載，〈品茶圖〉裱綾絹的御筆詩箋是經由數次的重裱而逐漸

累積數量，皇帝書寫〈品茶圖〉最後一則詩文已為八十七歲之高齡，以詩箋早晚

的年份間距來看可達三十餘年，另幅〈溪山煙靄〉也近十五餘年，在這樣長期累

積的過程中，皇帝一直堅持以「挖嵌裱」來結合裱綾絹上所規劃出的時間歷程，

想像若缺少了「挖嵌裱」添裝方式，其最終成型的樣貌或許會接近於張照〈臨顏

真卿爭坐位帖〉董誥（1740－1818）書於裱綾的模式，49而這樣似乎又與〈品茶

圖〉所呈現的「新形象」略為不同，因此〈品茶圖〉的裝裱之所以能呈現一種特

殊氛圍應與皇帝應用「挖嵌裱」讓裝裱形式產生微妙的變化有關。 

 

除了掛軸，「挖嵌裱」在冊頁上也經常應用，而兩種形式雖然使用類似的工

法，但冊頁在製作上會要求每折頁的對題不論在尺幅、佈局上都需與另一側的畫

作相對應，即便於《快雪時晴帖》皇帝重複題詠所嵌詩箋也仍維持左、右均衡一

致的製作原則。這也是說〈品茶圖〉嵌於畫幅兩側的御筆詩箋也融入這樣的配置

概念，使得這幅掛軸作品因御筆添裝而有複合形式的概念產生。 

 

為書畫選擇裝裱形式可能有多方的考量，但按常理一件書畫僅能選擇單一形

式來進行裝潢，而〈品茶圖〉皇帝是否有意以御筆的添裝營造複合形式的裝裱，

或許可由其他書畫的裝裱情形來觀察。首先，當皇帝身份尚為長春居士時曾於唐

岱（1673—1752 後）〈松陰撫琴圖〉軸上以「挖嵌裱」添裱圓光詩塘，（圖 11）

對此《石渠寶笈》在格式上是將此則御筆以「圓幅」稱呼而非「詩塘」，50這顯

示圓光形是有別於當時對詩塘外形的認知，這是因為過往明代文人所曾留筆的詩

 
49「是醒是醉神全候，不即不離佛偈間，懶筆邊綾命董代，亦因真在意為憪。」此則書於乾隆五

十三年（1788）。（清）王杰、董誥等編，《石渠寶笈續編》(臺北巿：國立故宮博物院，1971)，

頁 2927。 
50 （清）張照、梁詩正等編，《石渠寶笈》(臺北巿：國立故宮博物院，1971)，頁 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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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多以方形為主流，而圓光或紈扇形的品題則多出於冊頁的對題中，這是因對應

裝裱圓光或紈扇形的書畫而來。 

 

雖然詩塘以方形為主流，但內府收藏的趙伯駒〈漢宮圖〉仍有少見的紈扇形

詩塘，（圖 12）這是因為將原屬冊頁的單開折頁拆分為兩幀改軸而來（因詩塘與

畫作的裝裱皆呈現相對應的尺寸及外形）。51在乾隆十年（1745）皇帝指示丁觀

鵬（？—1771後）等人以〈漢宮圖〉仿古繪製〈九成宮圖〉，在題詠上皇帝將詩

文書於一幀圓光紙後再挖嵌於方形詩塘內，以另一種方圓兼具的樣式來變化〈漢

宮圖〉原屬的冊頁形式。（圖 13）又隔三年，丁觀鵬再以仕女、殿閣園苑之題裁

完成〈摹宋人明皇夜宴圖〉，此幅斗方畫作特別加繪赭色圓形外框來營造紈扇的

視覺效果，多年後皇帝重錄舊題「換裱」詩塘，52相較於〈九成宮圖〉此次換裱

減去方形外框的設計，僅以飾以金箔的粉紅箋紙來突顯詩塘的表現。（圖 14） 

 

  
圖 11  清  唐岱  松陰撫琴圖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2  宋  趙伯駒  漢宮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51李霖燦，〈山水畫中點景人物的斷代研究〉，《故宮季刊》（臺北巿：國立故宮博物院，13 卷 2 期，

1978），頁 25-40。 
52「御筆箋紙字元光一張，丁觀鵬明皇夜宴圖一軸，傳旨著交啟祥宮將元光字換裱掛軸詩堂上用。」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36，乾隆三十八年十月六日〈如意館〉，頁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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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清  孫祜、丁觀鵬 
合倣趙千里九成宮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4  清  丁觀鵬 
摹宋人明皇夜宴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由〈九成宮圖〉、〈摹宋人明皇夜宴圖〉皇帝在圓光詩塘所營造不同的表現，

反映出他指示畫家透過摹古所完成的院畫不僅於圖像中可見其創新性，同時他也

關注於〈漢宮圖〉這件掛軸所融合的冊頁形式概念，並在御筆題詠時將這樣的複

合形式的概念加以變化、實踐。而除前述所舉書畫外，倪瓚〈雨後空林〉、鄒一

桂（1686—1772）〈畫藤花〉及董邦達（1699—1769）〈柳浪聞鶯〉、〈斷橋殘雪〉……

等「西湖十景」的成套製作同樣是內府書畫內少數添以御筆圓光詩塘所形成的複

合形式之掛軸。這類複合形式的掛軸似乎也在內府裝裱上形成一種特殊意涵，在

《活計檔》中錄有一則記載：「御筆藏經紙圓光字二張……錢維城宣紙畫二張……

傳旨將藏經紙圓光字並錢維城畫，天圓地方各用耿絹挖嵌裱掛軸二軸……」，53

「天圓地方」多用於形容風水良好的地理環境或建築，54而套用在方圓兼具的掛

軸樣式似乎也頗能迎合字語間所傳達的祥瑞之意。 

 

除掛軸外，屬於冊頁形式的陳枚（約 1694—1745）《耕織圖》在御筆添裝上

也有複合形式的概念，此冊每頁的御筆對題並不是置於左頁的常見作法，而是仿

 
53《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22，乾隆二十二年六月一日〈如意館〉，頁 539。 
54「黃龍祖師殿在盤山絕頂，殿六角以象天圓地方……」（清）英廉，《欽定日下舊聞考》，卷 116，

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498冊，頁 740。 



書畫藝術學刊 第三十四期                                                             

 40 

效其祖父康熙皇帝在冷枚（1661－約 1742）《耕織圖》將御筆有如掛軸的詩塘般

添於畫幅上方。55（圖 15）另外，傅東光解析乾隆內府的冊頁裝潢曾簡短提及御

筆題於黎明（活動於乾隆至嘉慶年間）《仿金廷標孝經圖》是將手卷引首運用於

冊頁前副頁的作品，56對於傅氏所描述的情形或許可由《御筆詩經圖》加以瞭解。

皇帝耗時多年完成的《御筆詩經圖》命其裝潢成冊以有別於宋馬和之（活動於十

二世紀）所繪之長卷，以此冊御筆大字〈豳風〉其橫幅且扁長的紙幀乃與一般引

首尺幅相去不遠，且四邊繪有皇帝共伴於引首題款的花邊模式，即便主要裝裱屬

於冊頁形式但這些細節皆是皇帝融合原作裝潢概念的特徵所在。（圖 16） 

 

以上經由各作品的裝裱說明，對於〈品茶圖〉御筆共裱的樣式上可以更為清

楚地瞭解御筆透過「挖嵌裱」添於裱綾絹上營造出複合形式的裝裱概念，同時將

裱綾絹賦予時間歷程來呈現個人長期投入於文人文化的態度，得以於此幅形成極

具個人風格的宮廷裝潢之作。 

 
圖 15  清  陳枚  耕織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清   御筆詩經圖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宋  馬和之  豳風圖卷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 16   前副頁及引首的乾隆御筆裝裱形式比較 
（圖片取於《十全乾隆：清高宗的藝術品味》，頁 266、269） 

 
55除此之外《活計檔》中也有數則冊頁裱有或省去詩塘的文字紀錄。「山居述事冊頁三冊、王敬

銘山水冊頁……傳旨著托表冊頁八冊，畫表在前面詩堂在後面，欽此。」《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

案總匯》，冊 7，乾隆元年一月十九日〈裱作〉，頁 136。「御筆斗方十張裱得冊頁……奉旨冊頁不

必留詩堂」《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7，乾隆元年五月二十九日〈裱作〉，頁 152。 
56 傅東光，〈乾隆內府書畫裝潢初探〉，頁 11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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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裝池」解釋添加品題空間的合理性 

觀察清宮在手卷、冊頁其添有引首、副頁乃為固定常設的組成定式，而添有

詩塘之掛軸雖然不在少數但也有未添之現象，這不明確的採用模式，間接反映出

明代以來對於掛軸是否適宜添加詩塘的問題。 

 

明人周嘉冑於《裝潢志》中評論到：「小畫天一尺八寸地九寸……大畫隨宜推

廣適之，惟忌用詩堂……小幅短亦不用詩堂，非造極者不易語此」，57周氏認為書畫

裝潢應「恪遵古式而黜今陋……逾巧逾俗，俗病難醫」，忌用詩塘的原因或許避免

繁雜的樣式以講求素雅之品味，也反襯出當時社會於書畫添加詩塘已蔚為風氣。但

當時同屬蘇州文人的文震亨（1585－1645）則未反對詩塘，並認為可用龍、鳳、

雲鶴紋等白綾做為材料；58另外，現今不少書畫之詩塘也留有松江董其昌（1555

－1636）所書的觀款墨跡（如范寛（約 950－1032）〈谿山行旅圖〉），這也間接

表示他是認可詩塘所被賦予的功能。由此可見，詩塘的添加在明代文人間也未有

共識。 

 

即便未有定論，但《裝潢志》是歷代率先以裝裱為主的一部工藝專書，不論

在工序環節、裝裱選材、型式審美及書畫保存上周氏皆有精辟簡練的論述，其見

解也影響後世瞭解裝裱對於書畫收藏的重要性。59所以《裝潢志》將添加詩塘的

行為視為「非造極者」，如此等同關連至書畫鑒賞的品味高低，也影響了現今學

者對乾隆皇帝的評論。 

 

面對詩塘添裝與否的現象，皇帝則在《御製詩》〈題金廷標種竹圖〉由「裝

池」一語提出個人的看法： 

 

 

 
57（明）周嘉冑，《裝潢志圖說》（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3），頁 24。 
58（明）文震亨，《長物志》（重慶：重慶出版社，2008），頁 74。 
 
59 《賞延素心錄》是清人周二學（生卒年不詳，活動於康熙至乾隆年間）在書畫裝潢的專著，其

內容部分延續《裝潢志》的思想被稱為「中國古代書畫裝潢姐妹篇」。（明）周嘉冑，《裝潢志圖

說》，頁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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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近世有「裝池」之語而不知所自來，唐張彦逺《名畫記》、元陶宗儀《輟

耕錄》、明曹昭《格古要論》皆有「裝禠」之説，楊慎《丹鉛總錄》則稱為

「裝潢」。又有巻首謂之「玉池」、謂之「贉」之語，或為禠、池音近，池、

潢義通因合二意作「裝池」，予以為不然。60 

 

書畫裝裱自古會有「裝褫」、「裝潢」、「裝池」……等多種說法，乾隆皇帝認

為藉由文字音、義的相仿世人將「裝褫」、「裝潢」與「裝池」一語混淆一談並不

恰當。首先從「褫」、「潢」兩字來看，「褫」有脫去之意，是因裝裱工序中有揭

紙、裁剪等步驟；而「潢」為紙張染色的裝裱工序，在音義上皆不宜牽強附會。

61然而「池」、「潢」的義通應與《通雅》解釋「潢猶池也，外加緣則內為池，裝

成卷冊謂之裝潢」的說法有關，62但按照皇帝解釋「潢」乃為染色之意，所以「池」、

「潢」也不能視為同義，所以與其勉強引「褫」、「潢」之音義，皇帝認為宋人留

下卷首裝「贉」之作法，而「贉」唐人亦稱「玉池」，所以「巻首貼綾為玉為贉，

則裝畫必應裝玉池裝贉明矣，以是為裝池之証不？」63綜合所言，皇帝由文字訓詁

的角度解釋「裝褫」、「裝潢」雖然有所道理，但將古人所言的「玉池」連結於「裝

池」在過往文獻上似乎少有類似的說法。數年後，《御製詩》再題另則〈金廷標

秋山行旅圖〉時指出此畫因黏壁十餘年偶見之命「裝池」為軸，而查考《石渠寶

笈三編》此軸未添有「玉池」，64顯然〈金廷標秋山行旅圖〉所說的「裝池」仍

是指將畫裝裱而有違自身所曾立下的注解。 

 

即便自身在「裝池」一語的使用上也呈現搖擺不定的態度，但在五十八年

（1793）所成書的《石渠寶笈續編》可見將《石渠寶笈》掛軸原所採用的「詩塘」

名稱改為「玉池」，其他兩類裝裱形式卻仍維持舊有名稱，顯示皇帝的「裝池」

 
60（清）高宗，《御製詩》（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冊 9，頁 192。 
61「夫禠本去聲，易終朝三禠之疏云三見禠脱。潢亦作去聲，讀釋名染紙也，是禠與潢音義皆不

可牽强。」（清）高宗，《御製詩》，冊 9，頁 192。 
62（明）方以智《通雅》，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57，頁 617。 
63（清）高宗，《御製詩》，冊 9，頁 192。數年後題〈陳居中畫馬〉又書下「名筆方傳名馬奇，玉

題錦贉稱裝池」，再次說明對於「裝池」的看法。（清）高宗，《御製詩》（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

冊 11，頁 259。 
64 （清）英和等編，《石渠寶笈三編》（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冊 11，頁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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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說似乎以掛軸形式最受影響，而特意迴避「詩塘」的名稱不免讓人感受到是否

在意《裝潢志》指添加而非造極者的論點，而此書恰好也未編入於《四庫全書》

中。不論皇帝的解釋是否合理，「裝池」迴避過往文人的看法也藉此強調品題空

間在裝裱形式內的必要性，就內府掛軸裝裱的現象傅東光曾提出是因他有賞玩品

題的需要，65而按乾隆皇帝涉獵書法、繪畫經常自稱是政務之暇的餘事，且以他

題詠書畫的癖好程度確實是他支持「裝畫必應裝玉池裝贉」的可能理由。 

 

當然，做為題詠本就是引首、前副頁、詩塘的功能，但在宮廷中也不能忽略

此處亦可成為皇帝身份的象徵。尤其當皇帝准允詞臣們參與內府書畫的鑑賞共題

時，某種程度雖是皇帝模仿民間文人們的雅集趣味，但按君臣品題時分別位於畫

幅前後、上下所傳達出的空間意象，更能彰顯封建社會重視禮制的一種文化，然

而這樣的書寫禮制雖未成文規範但仍有具體化的踪跡。在書畫著錄中「玉池」亦

有兼用「上方」表示的紀錄，所以兩者詞意相通皆指詩塘；66另外在前述所提的

元人〈毗盧遮那佛像〉按《活計檔》其御筆四體書是以「接裱」位於畫幅下方，

而此則御筆《石渠寶笈續編》卻僅錄文而未標注格式之位，但在楊大章繪（生卒

年不詳）〈額摩鳥圖〉詞臣梁國治（1723－1786）所書的〈御製額摩鳥記〉同為

「接裱」《石渠寶笈續編》則歸入「下方」格式。67所以即便御筆「接裱」就是

所謂的「下詩塘」或是「下方」，但編輯官在正式書畫著錄中刻意迴避御筆位居

下方的現實，也反襯出位於畫幅上方的「引首」、「前副頁」、「玉池」在其空間意

象上明確地與皇帝身份有所連結。 

 

翁宇雯研究指出乾隆皇帝在書畫鑑賞上扮演總評的角色，他指示於引首添繪

「宋花邊」以模擬扁額邊框式樣象徵頒予該書畫至高榮譽。68此時扮演總評的角

色雖然身兼文人、鑑賞家及帝王等多重身份，但後者仍是主要的角色，所以一件

 
65傅東光，〈乾隆內府書畫裝潢初探〉，頁 111-140。 
66 〈宋人畫應真渡水〉幅上所添御筆記錄為「上方」，而觀察原作「上方」所指即為詩塘。（清）

王杰、董誥等編，《秘殿珠林續編》(臺北巿：國立故宮博物院，1971)，頁 100。 
67「御筆額摩鳥詠十韻詩堂字一張，梁國治寫下詩堂一張，傳旨交啟祥宮俟楊大章畫得額摩鳥裱

掛軸安詩堂」冊 45，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七日〈如意館〉，頁 676。〈御製額摩鳥記〉錄於「下方」，

（清）王杰、董誥等編，《石渠寶笈續編》，頁 2254。 
68翁字雯，〈乾隆朝《活計檔》中的宋花邊〉，頁 14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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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畫經「裝池」後若能於豐沛的藏品中獲得御筆題贊，原則上應已視為獲得帝王

以文字所頒予的嘉許，即便部分形式未有「宋花邊」的添飾但有皇帝鍾愛的古箋

做為隨附紙材，或是箋紙描繪金龍祥雲等皇家紋飾，這應也足以等同此書畫額外

所受到的嘉許程度。當然，日後若能再次「重裱」或「換裱」更能表示此作持續

獲得皇帝關注而更顯其心中的重要性。 

 

所以幅內餘白及「引首」、「前副頁」、「玉池」雖然都是皇帝品題時的選擇場

域，但書畫「裝池」後不僅在書寫空間、紙材、紋飾……皆能迎合他的喜好需求，

由他賜予題贊或增添其他相關的帝王符號更讓此空間成為他於宮廷書畫鑑賞的

活動中展示皇權的場域，尤當與詞臣共題時皇帝能位居「上方」區隔詞臣「下方」

所書，即合乎裝裱格式亦能強調兩方的位階關係。另外，有時亦能將角色由文人

轉換為帝王而將此處作為向內臣傳播知識的管道，69如此也能理解為何他所題內

容有時會與國家政治有關而偏離畫意。70想像皇帝若在鑑賞書畫而缺少了「裝池」，

對他而言減損的不單僅有品題所帶來的雅趣，更是包含其他無形的權力象徵，或

許這也是他認為「裝畫必應裝玉池裝贉」的一部分理由。 

 

五、結語 

裝裱時於書畫卷首添加素箋，文人或鑒賞家在共賞書畫時於此處題寫文字，

不僅增添雅趣也讓書畫真贗或流傳歷史得到可靠的依據。依《石渠寶笈》此素箋

於乾隆宮廷按手卷、冊頁、掛軸等裝裱形式分別稱為「引首」、「前副頁」及「詩

塘」。這些形式內的品題空間歸納《活計檔》皇帝會以「添裱」、「接裱」、「換裱」、

「重裱」、「挖嵌裱」等五項裝裱方式添裝於書畫上，藉由各項裝裱方式的製作內

容可以讓皇帝在書畫鑑賞時不受幅內餘白的限制而盡情題詠，甚至能加以重裱、

更換以滿足他重複品題的癖好。另外，對於鍾愛的書畫會他經常利用特定的裝裱

 
69楊大章〈額摩鳥圖〉所傳播的食火雞知識其訊息對象可能即皇帝周圍的群臣。賴毓芝，〈圖像、

知識與帝國：清宮的食火雞圖繪〉，《故宮學術季刊》(臺北巿：國立故宮博物院，29 卷 2 期，2011），

頁 1-75。 
70宋李迪（生卒年不詳）〈雞雛待飼圖〉冊頁對題是以帝王角度聯想到勤政愛民的治國之策。傳

五代南唐顧德謙（生卒年不詳）〈摹梁元帝番客入朝圖〉引首御筆所題攻擊梁元帝軍政上的昏瞶，

品題內容皆與畫意或畫者無關，可見皇帝品鑑藝術品時除了藝術性質仍有部份的政治因素。何傳

馨主編，《十全乾隆清高宗的藝術品味》，頁 180、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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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挖嵌裱」，透過御筆的添裝將帶有複合形式及時間歷程的製作概念融入於

該件書畫的裝裱上，如此善用裝裱工藝來配合他在書畫題詠時所累積的詩文作品，

相信他已經體會書畫、裝裱密不可分的關係。 

 

不過對於掛軸添加詩塘明代文人直指是「非造極者」，對於如此牽涉品味高

低的說法皇帝似乎頗為在意。鮮少評論裝裱事務的他少見地指出古人所言的「玉

池」即是「裝池」一語產生的原因。如此一來，各裝裱形式位於卷首、帶有「上

方」意象的品題空間便能在宮廷書畫鑑賞的活動中做為展示皇權的一項管道。 

 

《歷代名畫記》言道：「夫書人多識畫，自古蓄聚寶玩之家，固亦多矣。則

有收藏而未能識鑒，識鑒而不善閱玩者，閱玩而不能裝褫，裝褫而殊亡銓次者，

此皆好事者之病也」，71書中的一番話語將書畫「收藏」的品味分為諸多層次，

而「裝褫」更是列於「識鑒」及「閱玩」之上，顯示裝裱是追求高層次收藏所不

可欠缺的涵養。身為國家地位最高的大收藏家，即便宮廷設有專屬個人的裱作工

坊但若無專業的指揮也無法有效發揮其功能。由《活計檔》紀錄乾隆皇帝能以不

同的裝裱技法滿足他品題上的雅趣，應可顯示他對於裝裱工藝已有相當程度的瞭

解並足以發旨製作。 

 

最後，對於添裝於幅外的品題皇帝嚴謹有序的態度與他於幅內隨處題詠的印

象有所不同，這原因或許在於品題空間乃規範於裝裱形式內，對此古人曾言道「裝

裱裁制各有尺制，印識標題具有成式」，72說明「形式」有如裝裱書畫的規則制

度。而《石渠寶笈》凡例中也說明登載各裝裱形式內的品題空間講求「欲使條理

井然觀者可無留目也」，73或許在這樣的規範約束下讓皇帝在添加品題的態度上

更為謹慎。 

 

 

 
 

71 （唐）張彥達，《歷代名畫記》，（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4），頁 33。 
72 （南宋）周密，〈紹興御府書畫式〉，《齊東野語》，卷 6，收入《書畫裝裱技藝輯釋》，頁 209。 
73「凡例說明一凡所登記其題跋與印章俱謹依前後，冊則曰幅前幅後，卷則曰卷前卷後，軸則曰

左方右方上方下方」，（清）張照、梁詩正等編，《石渠寶笈》，頁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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